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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科选 1 余林徽 2

（1. 广东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州 510091；2.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58）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依靠“低价”竞争策略进驻国外市场。虽然赢得了数量及规

模上的优势，但是，由于核心技术的普遍缺失，出口产品的“低质化”问题也异常突

出。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环境与资源的承载能力日益逼近上限，人口红利

也逐渐消散，支撑中国出口持续增长的动力正面临着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受全球新

冠疫情大流行的持续冲击，全球贸易增长也陷入了低速徘徊的窘境，“逆全球化”现

象不断涌现，全球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也大为盛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体系中正遭受着“低端分流”和“高端回流”的双重考验。此外，由于核心技术的缺

失 ， 其 他 国 家 又 时 不 时 以 “ 低 质 量 ” 为 由 发 动 针 对 中 国 出 口 产 品 的 各 种 贸 易 壁 垒 措

施。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内外经贸情势，中国在开展出口贸易过程中，必须尽快由“低

质低价”的竞争策略全面转向以“优质优价”为主导的竞争策略。

与 此 同 时 ， 自 2 0 1 5 年 开 始 ， 中 国 政 府 便 密 集 出 台 了 诸 如 《 中 国 制 造 2 0 2 5 》 等

一 系 列 旨 在 支 持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的 政 策 文 件 （ 下 统 称 为 “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政 策 ” ， 见 表

1）。这其中，不仅包含了针对各类型人工智能企业而个性化打造的财税方案和补贴

措 施 ， 而 且 也 包 含 了 为 突 破 新 一 代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 卡 脖 子 ” 问 题 而 祭 出 的 人 工 智 能

摘 要：本文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实施作为研究视角，结合 CEPII-BACI 数据库中
2010~2020 年间中国 HS6 分位层面的出口产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究了人
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
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不同收入水平、要素密集度与质量水平的出口产品也
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
和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等途径来推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跃升，其中技术创新效应的作
用效果更为显著。本文为理解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
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推进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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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代表性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
时间 颁发单位 文件名称 政策核心内容

2015年
5月

国务院 《中国制造2025》
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着重发展智能装备
与智能产品，推动生产过程的智能化。

2015年
7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动“互联
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培育和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全面推进重点
领域智能产品的创新，提升终端产品智能化的
水平。

2016年
1月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

重点发展大数据驱动的类人工智能技术方法。

2016年
3月

国务院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人工智能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

2016年
4月

工信部、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
年-2020年）》

推进工业机器人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外同类产
品水平，促进机器人用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
及驱动器等关键零部件取得重大突破。

2016年
5月

国家发改委、科
技部、工信部、
中央网信办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

培育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推进重点领域智
能产品创新，提升终端产品智能化水平。

2016年
9月

国家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请组织申报“互联网＋”领域
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知》

将人工智能技术纳入专项建设内容。

2016年
11月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

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
各行业全面融合渗透。

2017年
7月

国务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确定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

2017年
12月

工信部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18年
4月

教育部
《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
计划》

强化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
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2018年
11月

工信部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
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

加快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19年
8月

科技部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
新平台建设工作指引》

鼓励人工智能细分领域领军企业搭建开源、开
放平台，并面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资
源，向社会输出人工智能技术服务能力。

2019年
12月

自然资源部
《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建
设技术大纲（2019 版）》

深入推进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2020年
2月

国家发改委等11 
部门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推进智能汽车的创新发展。

2020年
7月

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等5 部门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
系建设指南》

开展人工智能领域标准化顶层设计与人工智能
产业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

2020年
9月

科技部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 修订
版)》

推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
设。

2021年
1月

工 信 部 、 公 安
部、交通运输部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
范应用管理规范( 试行)》

推动汽车智能化发展，规范智能网联汽车道路
的测试与示范应用。

2021年
3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核心技术的突破、智
能化的转型与应用，以及保障措施等诸多方面
均做出了重要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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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基地的建设方案，还包含了为有效化解人工智能领域各主体的矛盾和纠纷而制定

的各类标准、法律法规以及伦理规范。在上述各项措施的有力推动下，中国人工智能

也迎来了迅猛发展态势。根据《2021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20年，

中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从业人员规模已分别达到3251亿元和60万人。截至

2020年底，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数量、专利申请量已分别达到6425家和55.13万项，

分别位列全球第二位和首位。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和积累，中国已在语音识别、自然

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角等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在此背景下，已有不

少学者开始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Acemoglu & Restrepo，2020；吕越

等，2020；王林辉等，2020）。而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探究的核心问题则

是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实施是否有助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其影响中国出口产

品质量的机理又会是怎样的？有关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科学研判人工智能产业

政策的实施效果、推进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持续优化，进而为化解当前中国出口产品

质量升级难题、实现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宏伟目标提供新的思路。

二、文献综述

出口产品质量一直是国际贸易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和重点话题，且主要集中于出口

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以及出口质量的影响因素等两个方面。在质量测度方面，Auer 

&  C h a n e y （ 2 0 0 9 ） 、 李 坤 望 等 （ 2 0 1 4 ） 等 均 将 产 品 的 价 格 当 作 质 量 的 代 理 变 量 。

Hallak & Sivadasan（2010）、Khandelwal et  al .（2013）突破了价格等同于质量的

假设，并将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偏好引入需求函数，然后对消费者在收入预算约束条

件 下 求 最 优 解 得 到 质 量 的 一 般 表 达 式 ， 其 核 心 要 义 在 于 ： 价 格 相 等 的 两 种 产 品 ， 市

场 占 有 份 额 越 高 者 ， 质 量 也 相 对 较 高 。 该 方 法 近 来 已 发 展 成 为 测 度 质 量 最 为 主 流 的

方法（施炳展和邵文波，2014；樊海潮等，2022）。Feenst ra  & Romal is（2014）

进 一 步 考 虑 了 供 给 和 需 求 两 方 面 的 相 关 因 素 ， 提 出 了 供 需 信 息 加 总 法 ， 余 淼 杰 和 张

睿（2017）采用了该方法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此外，Croze t（2012）

还 采 用 了 红 酒 等 级 来 测 度 特 定 产 品 的 质 量 。 在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的 影 响 因 素 方 面 ， 又 主

要 集 中 在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 一 是 企 业 内 部 因 素 。 已 有 学 者 分 别 对 生 产 率 、 企 业 雇 佣 结

构 、 管 理 质 量 、 企 业 上 市 以 及 信 息 披 露 质 量 等 影 响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的 因 素 进 行 了 考 察

和比较（许家云，2017；Fan et  a l .，2018；祝树金和汤超，2020；陈丽丽和代毅，

2021）；二是国内环境因素。包括政府补贴、国有企业改制、市场重合、产业集聚和

垄断竞争等因素（许和连和王海成，2016；苏丹妮等，2018；王海成等，2019；侯

欣裕等，2020；胡国恒和岳巧钰，2021）；三是贸易开放下的政策变动因素。Amiti  

& Khandelwal（2013）、Fan e t  a l .（2015）、张明志和季克佳（2018）、张夏等

（2020）和李仁宇等（2020）等分别从关税减让、贸易自由化、人民币汇率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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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汇率制度和区域合作等视角展开了分析；四是目的地环境因素。具有代表性的如

Baldwin & Harrigan（2011）、Brambil la  & Porto（2016）、祝树金等（2019）以

及谢申祥和冯玉静（2020）等，分别从目的国距离、目的国收入水平、目的国非正式

制度以及目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与 本 文 研 究 主 题 关 系 较 为 紧 密 的 文 献 有 孙 伟 和 戴 桂 （ 2 0 2 1 ） 、 李 仁 宇 和 钟 腾 龙

（2021）、余壮雄等（2021）以及王圣博和颜晓畅（2021），这四篇文章均探讨了

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仅笼统地分析了产业政策

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而并未就某一特定的产业政策展开深入讨论，实际

上，不同产业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由此使得上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难以具有普

遍指导意义。尤其是，现阶段关于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

用机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尚未见到，而这将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先从理论视角探究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影响出口

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基于CEPII-BACI 2010~2020年间HS6分位层面

的出口产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究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效果，并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在不同收入水平、不同产品技术、不同产品质

量状况下的异质性表现，最后再借助中介效应机制模型对理论分析所给出的假说进行

全方位的实证检验。

同 现 有 相 关 研 究 相 比 ， 本 文 可 能 的 边 际 贡 献 主 要 体 现 在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 第 一 ，

本 文 以 中 国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政 策 的 实 施 作 为 研 究 视 角 ， 全 面 检 验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政 策 的

实 施 对 中 国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的 影 响 ， 研 究 视 角 较 为 独 特 ； 第 二 ， 本 文 基 于 国 家– 产 品

层面展开，对当前研究也是一个十分有益的补充。本文将利用CEPII-BACI数据库中

2010~2020年间的国家–产品层面数据，来全面探讨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

品质量影响的内在规律和特征；第三，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方法能较好消除

以往研究文献采用传统OLS方法所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从而能够确保结论的正确

性；第四，本文首次从降低贸易成本、推进技术创新等方面深入探讨人工智能产业政

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作用机理。

三、理论机制分析与假说提出

企业在出口过程中，一方面需要随时收集和整理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维护对外

销售网络渠道以及随时结合国外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进行相关产品的调整等，另一方面

又需要承担相应的运输费用、广告宣传及市场营销相关费用，这就意味着出口企业在

出口过程中始终面临着高昂的固定成本及可变成本的支出。而单纯凭出口企业的内源

资金，必将严重侵蚀出口企业的有限资源，极大制约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规模

经济效应也将难以发挥。外部融资约束已成为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模、实现规模经济

的重要制约因素（Meli tz，2003；Chaney，2005）。而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实

周科选 余林徽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与出口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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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府先后通过出台包括贷款优惠利率、设立人工智能发展专项基金等在内的各种

优惠措施，为人工智能行业的企业提供了绝佳的外部融资渠道及环境。除此以外，政

府还针对人工智能行业的企业提供了高额补贴和税收减免，从而直接和间接地缓解了

企业的外部融资难题。从直接效应方面看，政府的补贴措施将直接为人工智能行业的

企业在经营活动开展过程中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有效弥补了人工智能行业企业的资

金缺口难题，而税收减免直接拉低了人工智能行业企业的经营成本。由此，政府的补

贴和税收减免从本质上看都可以有效消除企业所遭受的外部融资约束困境（任曙明和

吕镯，2014）。从间接效应看，政府补贴和政府税收减免也相当于向资本市场发出

了人工智能领域未来发展前景可期的重大利好信息，有助于激发潜在投资者为人工智

能 行 业 企 业 提 供 资 金 支 持 ， 从 而 有 效 降 低 了 人 工 智 能 行 业 企 业 的 外 部 融 资 约 束 难 题

（Meuleman & De Maseseneire，2012；毛其淋和赵柯雨，2021）。以上这些政策措

施的实施，必然极大缓解人工智能行业企业的资金缺口问题，有效降低其出口贸易成

本，从而有助于促进其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的出口收益也将随之倍增，这为企业进行先进设备的购买、高质量中间产品的购

进、新产品的开发以及工艺流程优化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及保障，最终将有助于人

工智能行业整体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孙伟和戴桂林，2021；余壮雄等，2021）。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可能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政 策 的 实 施 除 能 够 有 效 缓 解 外 部 融 资 约 束 难 题 外 ， 还 可 能 提 升 人

工 智 能 行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 一 些 研 究 已 经 证 实 了 产 业 政 策 对 技 术 创 新 的 积 极 作 用

（Figue i redo，2008；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而在人工智能行业方面，中国政

府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已推出一系列旨在鼓励行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和措

施。这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人工智能研发活动的专

项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措施；其次，积极凝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重点实验室等各

方力量筹建人工智能创新基地，专门攻坚人工智能前沿“卡脖子”难题，夯实人工智

能行业应用技术研发的基础；再次，充分发挥专门渠道、特殊政策的独特功能，实现

人工智能领域顶尖人才的持续引进，并引导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加快人工智能行业领

域的学科布局，从快从速开展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的培育；其四，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行

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缮；最后，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科普活动，全面

提升全民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和应用水平，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上述各项举措

的落地，可以有效解除困扰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活动过程中所面临的资

金不足、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人才匮乏、法规不完善、社会认同度低的窘境，有助于

全面激发人工智能行业领域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最终有助于人工智能行业整体技术

创 新 能 力 的 增 强 ， 而 人 工 智 能 行 业 的 技 术 创 新 的 增 强 ， 又 有 助 于 出 口 产 品 的 技 术 复

杂 度 及 附 加 值 的 快 速 抬 升 ， 最 终 将 有 效 促 进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的 升 级 （ 罗 丽 英 和 齐 月 ，

2016；曲如晓和臧睿，2019）。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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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2：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可能通过技术创新推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四、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

双 重 差 分 法 较 于 传 统 计 量 方 法 能 更 好 解 决 回 归 模 型 本 身 所 存 在 的 严 重 内 生 性 问

题。本文在参考已有文献的经验做法基础上，选取了双重差分法来验证人工智能产业

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1）

式中，h、i、t分别代表产品、进口国、时间。qual i ty表示出口产品的质量。交

叉项post t×trea t h用来代表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实施的政策冲击变量，其中，post t代表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出台的时间虚拟变量，2015年之前，pos t t取0，2015年及以后取

1；treath为虚拟变量，当出口产品所在行业采用人工智能生产时，treath=1，当出口产

品所在行业从未采用人工智能生产时，treat h=0。Z iht代表控制变量的集合。F h、F i、

Ft分别为出口产品、进口国、时间等的固定效应，ζiht则表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1.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本文依托Khandelwal（2013）的方法来测度出口产品

的质量。假定进口国具有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有如下表现形式：

                          （2）

式中，Ω表示进口国代表性消费者能够消费的产品种类，i、h、t分别表示进口

国 、 产 品 种 类 、 年 份 ， λi h t代 表 示 产 品 种 类 h 的 质 量 ， q i h t表 示 进 口 国 对 产 品 种 类 h 的

需求，σ表示产品种类间的替代弹性，且有σ>1。同时，给定目的国预算约束函数表

达式：

                                      （3）

式中Yit表示进口国第t年的总收入。

通过对式（2）在预算约束条件式（3）下求效用最大化得到需求函数的表达式：

                              （4）

式中，Pit表示进口国的价格指数，且有

                            （5）

对式（4）两边取对数并整理，可得：

                  （6）

进 一 步 ， 本 文 分 别 引 入 H S 6 分 位 产 品 、 进 口 国 – 时 间 层 面 的 固 定 效 应 来 控 制 时

间、产品、目的国间的差异因素的可能影响，针对替代弹性σ的取值，本文借鉴Br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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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7）的估算方法，将σ值设定为3。①由此构造出本文所需的质量测度方程：

                               （7）

式中q iht和p iht分别表示第t年由出口国销往进口国i的产品h的数量及价格，α h和α i t

产品分别表示产品固定效应和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e iht为误差项。通过对式（7）

进行OLS回归得到残差项eiht，并进一步通过式（7）获得进口国-产品-年份层面的产

品质量：

                               （8）

由式（8）所得到的质量仅适用于同一目的地–年份的组内比较，而在涉及跨时

及跨国时却不可比，由此，本文参考卢盛峰等（2021）的经验做法，对式（8）所得

到的出口产品质量进行标准化，具体质量标准化公式如下：

                             （9）

式中min、max分别代表最小值、最大值。通过式（9）所得的标准化质量严格位

于区间[0,1]之间，不再具有测度单位，可以进行跨期以及跨截面的比较。本文亦采用

式（9）的结果来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

2.核心自变量。本文拟选择双重差分法来检验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

品质量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科学确定实验组与控制组、识别政策冲击点成为这

一方法能否得到有效运用的关键。在对实验组与控制组的界定问题上，考虑到国际机

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下称IFR）对全球所有国家（地

区）各行业的机器人利用情况有十分详细的记录，因此，本文在借助该数据库的基础

上，将中国使用机器人的行业所对应的出口产品设定为实验组，而将中国从未使用过

机器人的行业所对应的出口产品设定为控制组。在对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冲击点的选取

上本文将2015年作为政策冲击的时间节点，即2010~2014年postt取0，2015~2020年

postt取1。选取此法的主要理由如下：（1）前面已提及，2015年以前，中国国家层面

上从未出台过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政策支撑文件，直到2015年5月，国务院重磅推出了

《中国制造2025》这一重要政策文件，其中首次从国家层面强调了智能制造，并强调

要把智能制造当作主攻方向、快速推进智能装备与智能产品的发展、促进生产过程的

智能化。这可以看成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人工智能发展而做的一次重要的顶层设计，

标志着人工智能由此开始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随后，几乎所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产

业政策基本都是围绕该文件设定的框架而进行，且呈迅猛增长之势（张涛和马海群，

2021）。（2）2015年无疑是国家层面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开端，人工智能产业政策

也在该年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符合双重差分法对于政策冲击点选取的相关规定和

条件。（3）本文所设计的双重差分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层面人工智能产业

政策的出台与否是否会导致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差异，并非讨论人工智能产业政

① 后续的稳健性检验中也设置了参数的其他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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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施强度的持续加深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所带来的影响。（4）本文选取政策冲击

点年份的做法也参考了马述忠和房超（2021）、张洪胜和潘钢健（2021）等权威专家

在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冲击年份选取上的经验做法。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设计如下：（1）关税（mfn）。已有研究已普遍证

实，进口国的关税水平与出口国的产品质量之间有密切关联（樊海潮等，2022），

本文选用进口国进口中国产品所征收的最惠国关税取对数（lnmfn）来代表。（2）进

口 国 的 人 均 收 入 水 平 （ pgdp） 。 一 般 而 言 ， 进 口 国 的 人 均 收 入 水 平 越 高 ， 越 倾 向 于

进口质量更高的产品（杨勇等，2020），本文选用进口国人均GDP取对数来代表。

（ 3 ） 进 口 国 的 汇 率 水 平 （exchange） 。 进 口 国 的 汇 率 对 出 口 国 的 产 品 质 量 也 会 产 生

影 响 （ 毛 日 昇 和 陈 瑶 雯 ， 2 0 2 1 ） ， 本 文 选 用 1 单 位 R M B 可 兑 换 进 口 国 货 币 的 金 额 取

对 数 来 表 示 。 （ 4 ） 进 口 国 的 市 场 规 模 （ gdp） 。 进 口 国 的 市 场 规 模 也 是 出 口 国 产 品

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选用进口国的GDP取对数来代表。（5）进口国的对外开

放 水 平 （ open） 。 进 口 国 的 对 外 开 放 水 平 与 出 口 国 产 品 质 量 之 间 也 可 能 存 在 关 联 ，

本文选用进口国进出口总额占其GDP的比重来代表。（6）进口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

（ internet）。进口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也是出口国产品质量变化的重要考虑因素（沈

国兵和袁征宇，2020），本文选用进口国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取对数来代表。（7）自

由贸易区虚拟变量（ fta）。本文选用虚拟变量来代表，当进口国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

易协定时为1，其他为0。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2020年间的CEPII-BACI数据库、WTO关

税数据库（tariffdata.wto.org）和世界银行数据库（www.data.worldbank.org）。

在CEPII-BACI数据库的处理上，保留出口国为中国的HS6分位出口产品样本，

同时保留自由贸易协定变量指标。①在对WTO关税数据库的整理上，虽然WTO关税数

据库中计录了各进口国对中国HS6分位产品所征收的MFN关税，但所涉及的HS版本

却不尽相同，对此，本文借助联合国网站的转换码将其全部转换为HS96版。在对世

界银行数据库的整理上，先取得进口国人均GDP、GDP、汇率、进出口规模、使用互

联网的人数等指标的原始数据，然后运用各进口国以2010年为基期的GDP折算指数对

其人均GDP、GDP、进出口规模等相关指标进行折算，以消除价格波动的因素。除此

以外，将进口国的汇率全部转换成1单位RMB对目的国货币的金额来表示。最后，本

文将处理好的CEPII-BACI数据库、WTO关税数据库遵照“产品–进口国–年份”的

标准进行匹配，再按照“进口国–年份”的标准依次匹配世界银行数据库。主要变量

的统计描述见表2。

① 其中2020年的数据来自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www.fta.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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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25%分位数 50%分位数 75%分位数

lnquality 4487250 0.492 0.062 .4566022 0.496 0.530
postt×treath 4487250 0.377 0.485 0 0 1

lnmfn 4487250 0.069 0.074 0 0.049 0.095
lnpgdp 4487250 1.952 1.457 0.838 1.947 3.144

lnexchange 4487250 1.552 2.837 0.868 1.169 3.813
lngdp 4487250 18.115 2.157 16.543 17.960 19.674
open 4487250 0.101 0.174 0.043 0.0658 0.099

lninternet 4487250 3.633 0.953 3.148 3.993 4.347
fta 4487250 0.140 0.347 0 0 0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借助式（1），实证检验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果。相

关结论见表3列（1）~（3）。不难发现，无论是否控制固定效应、是否增加其他控制

变量，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均存在正向关系，人工智能产业政

策的实施能显著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

表 3   基本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postt×treath
0.007***
(0.001)

0.019***
(0.003)

0.030***
(0.005)

0.013***
(0.004)

lnmfn -1.787***
(0.019)

-0.623***
(0.051)

lnpgdp 0.048*
(0.027)

0.066***
(0.021)

 lnexchange 0.006
(0.006)

0.003
(0.005)

lngdp 0.082***
(0.029)

0.108***
(0.022)

open 0.043**
(0.019)

0.216***
(0.029)

lninternet 0.012**
(0.006)

0.023***
(0.004)

fta 0.020*
(0.011)

0.014*
(0.008)

常数项 0.002**
(0.001)

-0.004***
(0.001)

-1.336***
(0.475)

-1.886***
(0.358)

产品FE NO YES YES NO
进口国FE NO YES YES NO

产品-进口国FE NO NO NO YES
年份FE NO YES YES YES
观测值 4,487,250 4,423,623 2,035,570 1,979,043

R2 0.000 0.489 0.19 0.561
注：（1）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标准误差；（2）*、**、***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
上显著；（3）全部回归均聚类到产品层面，以下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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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变量方面：进口国的收入水平（lnpgdp）、进口国的市场规模（lngdp）、

对外开放程度（open）、互联网发展程度（ln internet）、自由贸易区虚拟变量（ fta）

等均同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正向关系。进口国的收入水平越高、市场规模越庞大、

对外开放水平越高、互联网普及程度越高以及中国同进口国所达成的自由贸易区协定

等都有助于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进口国的关税（lnmfn）与中国

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这说明，进口国关税税率的下降有助于中国出

口质量的提升。而进口国汇率（lnexchange）变量却没有通过显著效性检验。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诊断

利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一个重要假设

依据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扰下，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变化趋势应该是一致的，

不 会 因 时 间 变 化 而 出 现 显 著 差 异 。 为 判 断 本 文 的 基 础 回 归 模 型 是 否 满 足 这 一 前 提 假

设，本文参考孙林和周科

选 （ 2 0 2 0 ） 的 做 法 ， 先

测算出实验组与控制组的

出口产品质量平均值，再

观察二组质量平均值的演

变 趋 势 。 结 合 图 1 ， 不 难

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

实施前，两组保持了高度

的一致性，而人工智能产

业政策实施后，实验组呈

现出显著提升态势，且与

控制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

大，由此证实基础回归模型符合“平行趋势”假定。

2. PSM-DID 稳健性检验

本 文 选 取 P S M - D I D 的 方 法 来 检 验 基 础 回 归 模 型 中 可 能 存 在 的 选 择 性 偏 误 等 问

题。具体来看，先利用lnquality、lnmfn、lnpgdp、lnechange、lngdp、open、ln internet、

fta等协变量来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Logi t回归，从而测算得到与之对应的匹配得分

预测值。然后采用核匹配的方法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从而得到同实验组高度

接 近 的 控 制 组 。 最 后 再 对 匹 配 所 得 的 结 果 进 行 双 重 差 分 模 型 估 计 。 结 果 表 明 （ 见 表

4），匹配前实验组同控制组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但匹配后，两组之间的差异

开始迅速下降并趋于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DID对匹配后的结果进行回

归分析（见表5列（1）~（3）），容易发现，核心变量仍非常显著，由此也证明基础

图 1 实验组与控制组出口产品质量平均值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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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的合理性。  

表 4   匹配前后变量变化趋势
变量 实验组 控制组 标准差 T统计量

lnquality 匹配前 4.179 4.165 0.003 4.87***
匹配后 4.169 4.143 0.020 1.29

lnmfn 匹配前 0.072 0.068 0.000 21.76***
匹配后 0.071 0.067 0.006 0.68

lnpgdp 匹配前 2.142 2.113 0.003 9.91***
匹配后 2.108 2.079 0.037 0.78

lnexchange 匹配前 1.431 1.215 0.004 51.74***
匹配后 1.341 1.209 0.098 1.35

lngdp 匹配前 18.505 18.446 0.001 50.68***
匹配后 18.462 18.341 0.089 1.36

open 匹配前 0.129 0.109 0.002 8.48***
匹配后 0.127 0.105 0.027 0.81

lninternet 匹配前 3.971 3.957 0.001 10.29***
匹配后 3.970 3.902 0.080 0.85

fta 匹配前 0.173 0.170 0.001 5.26***
匹配后 0.170 0.153 0.020 0.83

表 5   PSM-DID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postt×treath
0.005**
(0.002)

0.013***
(0.004)

0.025***
(0.005)

0.0096**
(0.004)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产品FE NO YES YES NO

进口国FE NO YES YES NO
产品-进口国FE NO NO NO YES

年份FE NO YES YES YES
观测值 2,035,611 1,979,043 1,436,763 1,363,158

R2 0.000 0.55 0.12 0.618

3. 反事实检验

为 排 除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政 策 以 外 的 其 他 因 素 对 基 础 回 归 结 果 的 影 响 ， 本 文 将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政 策 的 实 施 年 份 分 别 提 前 1 年 和 2 年 ， 实 证 结 果 显 示 （ 见 表 6 列 （ 1 ） ~

（2）），此时的核心变量并不显著，表明基础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4. 借鉴 Broda et al.（2017）取不同 σ 值

为 进 一 步 探 讨 在 σ 的 不 同 取 值 下 回 归 结 果 的 稳 健 性 问 题 ， 本 文 借 助 B r o d a 

et  al .（2017）的经验做法，将出口质量方程中的σ值分别设定为5和8，从而得到新的

出口产品质量，回归结果证实（见表6列（3）~（4）），无论σ取值怎样改变，所得

结果并未有明显差异。

5. 采用非标准化的产品质量

为验证非标准化产品质量情况下结论的稳健性问题，本文选取了非标准化的出口

产品质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仍十分稳健（见表6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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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反事实检验、Broda et al.（2017）取不同 σ 值、非标准化的产品质量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σ=5 (4)σ=8 (5)

假定人工智能产业
政策实施提前1年

假定人工智能产业
政策实施提前2年

Broda et al.(2017)取不
同σ值 非标准化质量

postt×treath
0.004

(0.004)
0.003

(0.004)
0.029***
(0.003)

0.036***
(0.003)

0.001***
(0.00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产品-进口国FE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FE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643,529 1,354,216 1,979,043 1,979,043 1,979,043

R2 0.561 0.561 0.505 0.485 0.655

6. 考虑其他特殊事件

样 本 年 间 我 国 政 府 对 外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经 贸 合 作 ， 例 如 ， 自 2 0 1 0 年 起 ， 我 国 先 后

与东盟、秘鲁等8国（地区）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同时，2013年我国政府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除此以外，2020年11月15日，我国政府还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为排除上述因素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本文

将经贸合作政策所涉及到的进口国（地区）从样本中予以剔除，回归结果依然十分稳

健（见表7列（1））。

7. 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消除模型本身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被解释变量的滞后1期和滞后

2期，构建动态GMM面板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依然十分稳健（见表7列（2）~

（3））。

8. 更换质量测度方法

本文参考孙林等（2019）的经验做法，选取单价法来对出口产品的质量进行再次

测算，回归结果依然没有显著差异（见表7列（4））。

表 7   考虑其他特殊事件、内生性问题处理、更换质量测度方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考虑其他特殊事件 内生性问题处理 更换质量测度方法

postt×treath
0.01**
(0.005)

0.033***
(0.004)

0.017***
(0.004)

0.047***
(0.00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产品-进口国FE YES YES YES YES

年份FE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108,957 1,830,197 1,726,939 1,979,043

R2 0.567 0.558 0.557 0.781

（三）异质性分析

1. 不同收入水平

本文将全体样本划分为低收入国家组和高收入国家组，在具体做法上，先将世界

周科选 余林徽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与出口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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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行 数 据 库 中 的 低 收 入 国 家 和 中 低 收 入 国 家 统 一 划 归 为 低 收 入 国 家 ， 然 后 将 其 中 的

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统一归为高收入国家组，回归结果发现（见表8列（1）~

（2）），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均有明

显的提升作用，且对高收入国家的作用更为明显。 

2. 不同要素密集度

本文采用Lall（2000）的划分思想，将全部出口产品归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

型和技术密集型等三大类并依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见表8列（3）~（5）），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质量均有明显

促进作用，且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作用最为显著。

3. 不同质量水平

本文将中国出口的所有产品依据其质量水平划归为高、低质量二组，然后进行分

组回归（见表8列（6）~（7）），结果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中国高质量

组及低质量组均有明显提升作用，但对高质量组的影响更为明显。

表 8   不同收入水平、要素密集度与质量水平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不同收入水平 不同要素密集度 不同质量水平

高收入 低收入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高质量 低质量

postt×treath
0.07***
(0.005)

0.026***
(0.005)

0.056***
(0.010)

0.034**
(0.014)

0.010**
(0.004)

0.008**
(0.003)

0.007*
(0.0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产品-进口国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757,072 1,221,971 725,739 653,377 642,055 1,007,233 862,482

R2 0.609 0.536 0.587 0.562 0.533 0.605 0.558

六、机制检验

（一）模型构建

基础回归已经证实人工智能产业政策有利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本部分将

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影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渠道机制。借助理论机制演绎的逻

辑，本部分尝试从降低贸易成本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两个视角来检验人工智能产业

政策影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中间机制，具体模型如下：

（10）

其 中 ， M i h t代 表 中 介 变 量 ， 其 他 变 量 均 与 基 础 回 归 模 型 （ 1 ） 保 持 一 致 。 在 中 间

变量的选取上，对于贸易成本的度量，考虑到贸易成本与出口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反

向关系，因此，本文拟采用HS6分位产品出口的规模来表示；对于技术创新效应的度

量，本文拟采用HS6分位产品出口的规模占该行业出口规模的比重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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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检验

通 过 对 核 心 自 变 量 分 别 加 入 降

低 贸 易 成 本 、 技 术 创 新 效 应 的 交 互

项 ， 并 进 行 回 归 分 析 （ 所 得 结 果 见

表 9 列 （ 1 ） ~ 列 （ 2 ） ） ， 不 难 发

现 ， 交 互 项 的 结 果 均 显 著 为 正 ， 从

而 证 实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政 策 主 要 通 过

降 低 贸 易 成 本 和 提 升 技 术 创 新 水 平

等 两 个 渠 道 推 进 了 中 国 出 口 产 品 质

量 的 升 级 ， 且 技 术 创 新 效 应 所 起 作

用更大。

七、结论与建议

本 文 以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政 策 的 实 施 为 突 破 口 ， 借 助 实 证 分 析 ， 得 到 以 下 结 论 ：

（ 1 ）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政 策 对 中 国 出 口 产 品 的 质 量 具 有 显 著 正 向 促 进 作 用 。 （ 2 ） 人 工

智能产业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有显著异质性。这主要集中在：分进口国不

同收入水平异质，出口高收入国家组和低收入国家组的产品质量均有明显提升，但对

高收入水平国家组的效果更为显著；分要素密集度异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质量均得到明显提升，但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效果更为明

显；分产品质量水平异质，高、低出口产品的质量都有显著的提升，但高质量产品的

提升效果更为明显。（3）机制检验的结论表明，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主要借助降低贸

易成本、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等渠道来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同时也得出，技

术创新的贡献更为显著。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

第一，持续推进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优化。首先，在制定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过

程中，要充分考虑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和人工智能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由此，要理性设定政策目标，并采取得当的政策举措，确保人

工智能健康稳定发展。其次，要将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研究作为人工智能支撑政策的

优先考虑方向。人工智能领域的话语权获得，必然高度依赖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上的重

大突破，因此，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政策制定也必须有利于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颠覆

性与突破性发展。最后，人工智能产业支撑政策也要确保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突破以

及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的构建，并要从根本上预防人工智能陷入“空心

化”的风险。

第二，进一步完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全面提升人工智能的治理

能 力 。 首 先 ， 要 强 化 与 人 工 智 能 密 切 关 联 的 伦 理 治 理 方 案 研 究 ， 要 发 展 可 靠 性 强 、

周科选 余林徽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与出口产品质量

表 9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降低贸易成本效应 技术创新效应

postt×treath
0.643***
(0.005)

0.008**
(0.004)

postt×treath×降
低贸易成本效应

0.132***
(0.001)

postt×treath×技
术创新效应

2.968***
(0.144)

控制变量 YES YES
产品-进口国FE YES YES

年份FE YES YES
观测值 1,979,043 1,979,043

R2 0.574 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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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高、符合伦理道德的人工智能。同时，要大力强化对各类标准的规范性、开放

数据与隐私保护、算法的有效监管及问责机制以及伦理道德和相关法律法规等课题的

研究。其次，在已有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网络安全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要继续深入探究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

题，探讨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监管措施的适用性等问题，不断推进相关监管法律法规的

完善。最后，要推进各市场主体积极探讨数据资产的相关定价机制，推进数据资产目

录体系的构建。

第三，要借助“引培”相结合的模式，加快推进高端人才资源库的建设。首先，

要 迅 速 强 化 人 才 资 源 储 备 库 与 人 才 梯 队 的 建 设 ， 加 快 推 进 与 人 工 智 能 相 关 的 专 业 开

设，并强化物理、神经学、数学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力度，打造基础性人才同“人工智

能+X”复合型人才并举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其次，积极推进人才的跨国交流、拓

宽揽才渠道，大力支持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开展跨国交流活动。加大高端人才的引

进步伐，要采取各种措施，实现高端人才的持续引入。特别要加强对机器学习、神经

认知、智能机器人等相关领域的人才引进，此外，也要大力倡导通过技术咨询、项目

合作等柔性方式引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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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ZHOU Ke-xuan1 & YU Lin-hu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dong Op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9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AI industrial policy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combined with the export product data of China’s hs6 level from 2010 to 2020 in CEPII-BACI database, and 
uses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ethod to empirically explore the impact of AI industrial policy on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I industrial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export product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different factor intensity and different quality levels also showed obvious heterogeneity. Finally, the conclusion 
of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AI industrial policy mainly promotes the leap in the quality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by reducing trade costs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mong which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more signifi can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AI industrial policy on the quality upgrading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trade costs;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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